
“后安倍时代”日本首相官邸
主导决策困境探析

①

张晓磊　从伊宁

　　摘　要：实现官邸主导决策是日本政府实行政治与行政改革的重要一环。安倍二

次执政时期官邸主导决策得到显著强化，但进入“后安倍时代”，官邸主导却在疫情应

对及规制改革上陷入诸多困境。究其原因，是制度、个人、国内政治环境共同作用的结

果。这一现象也表明政治与行政改革依然存在不彻底、不完善之处。总体而言，尽管

强化官邸主导已经成为当前日本政治体制转型的显著趋势，但在“后安倍时代”日本国

内政治形势难言明朗的背景下，“强首相”决策机制能否有效延续，仍面临诸多因素的

制约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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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实现政府决策机制从“官僚主导”向“官邸主导”模式转型，是日本政

府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实行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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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二次执政时期官邸主导决策曾得到显著强化。① ２０２０年９月，菅义伟

接替安倍出任首相一职，由此开启“后安倍时代”。菅义伟上台后宣布全

盘继承“安倍路线”，其重要体现就是在决策形式上延续了官邸主导模

式。但就政策的推进效果而言，官邸主导并未对菅义伟内阁带来正面

“实绩”，官邸主导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症结反而成为菅义伟政权“一年而

终”的一大原因。此后接任的岸田文雄在强化官邸主导体制上亦提出诸

多政策构想，但能否有效推进仍面临诸多疑问与挑战。

　　一、“后安倍时代”的官邸决策困境

　　菅义伟在上台后强调对“强首相”决策机制的维系。这一方面源于

菅义伟曾长期担任内阁官房长官，对官邸主导的运营流程轻车熟路。另

一方面，缺少派系根基的菅义伟将决策权限集中于首相官邸，意在夯实

自己的执政基础。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官邸主导不仅在菅义伟重点关注

的疫情防控问题上陷入诸多困境，在规制改革的推进过程中也面临多重

阻碍，官邸主导并未对菅政权带来积极、正面的效应。

（一）官邸主导机制在疫情应对上运转不畅

疫情防控是菅义伟执政后的首要任务。为有效控制疫情，菅义伟延

续了安倍内阁时期以疫情对策本部、疫情对策分科会为基轴的官邸主导

模式，同时在内阁官房设立了由首相直属的防疫工作组。在官邸主导的

疫情应对机制下，中央政府负责防疫政策的制定与颁布，具体的政策执

行则主要交由地方政府完成。然而在疫情应对问题上，中央与地方之间

却经常出现“偏差”或对立，这就导致双方在防疫政策执行上难以相互协

调或配合。这一问题在安倍内阁时期就已经出现，到菅义伟内阁时期则

进一步凸显。关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摩擦”，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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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官邸主导”的概念，笔者倾向于日本学者待鸟聪史的界定，即“官邸主导”是指“首相
在得到包含政治任用者在内的直属人员团队辅佐的同时，又能够以阁僚及执政党执行部
作为自己的权力基础，从而自主地进行政权运营与政策制定的一种政治方式”。参见
〔日〕飯尾潤：『政権交代と政党政治』、中央公論新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８１頁。



政府与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防疫政策上的矛盾。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为防

止疫情感染风险扩大，首相官邸曾向东京都提出希望商户缩短夜间营业时

间的意见，然而小池的反应十分消极。之后，在东京都主动向中央政府提

出缩短商户营业时间的要求后，菅义伟倾向将店铺的闭店时间调整为晚上

８点，但由于与自己“１０点闭店”的主张存在矛盾，小池并未采纳这一时间

调整。① 此外，在疫苗接种问题上，首相官邸主导的政策效果也未得到体

现，疫苗接种速率缓慢。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社统计，截至２０２１年５月，美

国的疫苗接种率为４０％、以色列为５７％、英国为３４％，而日本仅为２％。②

（二）官邸主导决策在规制改革上遇到阻碍

“实现数字化”是规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菅义伟的“看板政

策”。菅义伟内阁实行“数字化改革”的动因源于疫情下暴露出的日本

“数字化转型”的严重迟滞。③ 为保障改革的落实，菅义伟在执政后随即

提出要成立数字厅，其职能是对“数字化改革”基本方针及相关政策进行

企划立案和综合调整④，发挥首相官邸的指挥平台职能。

尽管菅义伟寻求由首相官邸统一负责改革的实施，但在改革推进过

程中依然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对官邸主导决策形成阻碍。数字化改革的

关键首先是要加快个人号码卡的普及。“要创造便利型社会，个人号码

卡是重要一环。”⑤但根据总务省数据统计，２０２１年５月份日本个人号码

卡的普及率为３０％，到９月初，这一数据也仅为３７．６％。⑥ 此外，菅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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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竹中治堅：「菅政権、混乱の対応を読み解く―総理の『拘り』と小池都知事の『矛
盾』」、『中央公論』２０２１年３月号。
〔日〕松井孝治：「『新しい公共』の国家をめざせ」、『Ｖｏｉｃｅ』２０２１年７月号。

例如行政事务上日本政府在多数情况下依然采用老旧的“打印、填表、盖章”线下模式，这
就造成政府职员在疫情肆虐之下依然要冒着感染风险前往办公场所进行业务处理。
〔日〕政府ＣＩＯポール：「デジタル庁設置法の概要」、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ｈｔｔｐｓ：／／ｃｉｏ．ｇｏ．

ｊｐ／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ｕｐｌｏａｄ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２０２１０９０１＿ｌａｗｓ＿ｒ３＿３６＿ｏｕｔｌｉｎｅ．ｐｄｆ．
〔日〕菅義偉：『政治家の覚悟』、文藝春秋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０頁。

关于个人号码卡的普及数据参见〔日〕総務省：「マイナンバーカードの市区町村別交付
枚数等について」、総務省ホームページ。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ｕｍｕ．ｇｏ．ｊｐ／ｋｏｊｉｎｂａｎｇｏ＿ｃ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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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对“数字监督”一职的人事选择也遭到外界质疑。２０２１年８月，日本

政府原拟定ＩＴ企业家伊藤穰一出任“数字监督”一职，但之后却将最终

人选定为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石仓洋子。“数字监督”是数字厅内部负责

事务处理的最高文职岗位，相当于省厅事务次官。① 但石仓本人是经营

学与管理学出身，并不精于ＩＴ方面的业务知识，由此引发外界的质疑。

　　二、“后安倍时代”首相官邸决策陷入困境的原因

　　对于“后安倍时代”官邸主导决策的推进陷入困境的原因，笔者认为

这是“制度”“个人”及“国内政治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后安倍时

代”官邸主导决策遇到的困境也充分表明，自政治与行政改革实行以来，

官邸主导在制度改革上依然存在不完善、不彻底的地方，这也是今后政

府在行政改革推进方面的重要课题。

（一）制度因素

１．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分配”矛盾

在疫情应对上，官邸决策困境主要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在防疫政策执

行环节上的分歧与对立。造成这一现象的制度性原因在于中央与地方

之间模糊的“权限分配”问题。战后日本在地方管理上实行地方自治制

度，并且中央对地方的权限优势很多时候较为模糊且难以界定。此前，

中央政府在行政改革推进上也主要倾向于强化地方分权改革。但问题

在于，一旦发生全国性的危机事件，需要中央建立起全国范围的应急管理

机制时，央地模糊的权限问题就会带来较大的弊端。疫情的暴发使“央地

关系”问题进一步凸显。

在疫情应对过程中，尽管首相官邸在名义上具有指挥全国疫情防控的

指挥平台职能，如宣布“紧急事态”、出台防疫对策等，但政策的具体执行环

节需交由各地方政府（也就是知事）和各地方卫生所负责，然而是否一定要

１６

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① 〔日〕「デジタル監人事『迷走』の裏側、菅政権は民間トップに何を求めたのか」、日経

ＸＴＥＣＨホームページ、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ｈｔｔｐｓ：／／ｘｔｅｃｈ．ｎｉｋｋｅｉ．ｃｏｍ／ａｔｃｌ／ｎｘｔ／ｃｏｌｕｍｎ／

１８／０１７６８／０９０１００００２／．



按照中央政府既定的框架执行，其主动权和解释权均掌握在地方政府手

中。即中央政府（首相官邸）统合、指挥地方抗疫的实际权限较弱。例如，

首相虽拥有颁布紧急事态宣言的权限，但并没有要求营业者缩短营业时间

或者暂停营业的权限，而知事则拥有相应的权限，因此首相及内阁很难就

防疫政策的执行对知事进行直接指挥。① 此外，在地方自治体内部也存在

“权限分散”问题。知事并没有指挥辖区内地方卫生所的权限，这一权限由

主管卫生所的市长或是区长掌握。从安倍内阁到菅义伟内阁时期，为有效

控制疫情，对感染状况进行全盘摸底，中央政府曾寻求在全国开展筛查检

测工作，但此类检查并没有铺开，原因在于实施检测的权限掌握在地方卫

生所手中，没有地方的协助，相关政策难以执行。② 在疫情下，中央与地方的

“权限分配”问题揭示出了首相权力的“盲区”，这也引发了一些学者对如下问

题的思考：此后政权是否需要进一步致力于央地之间的行政改革，以便在

面对突发性危机事件时，中央政府能够加强对地方的统筹及协调能力。③

２．官僚的“劣化”

安倍在二次执政时期通过实行官僚人事制度改革设立了内阁人事

局，由此确立了首相官邸对官僚的统合管理机制，实现了政官关系的调

整变革，有效遏止了官僚对内阁政策阳奉阴违的现象，政府决策效率大

幅提升。但人事制度改革亦有其结构性弊端，集中体现在官僚的“忖度

问题”上，如“森友学园事件”④的发生。“忖度”现象的出现，是对官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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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竹中治堅：「菅政権、混乱の対応を読み解く―総理の『拘り』と小池都知事の『矛
盾』」、『中央公論』２０２１年３月号。
〔日〕竹中治堅：「首相の指導力が制約された新型コロナ感染症対応：『危機の１年』を振
り返る」、ｎｉｐｐｏｎ．ｃｏｍホームページ、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ｐｐｏｎ．ｃｏｍ／ｊａ／

ｉｎ－ｄｅｐｔｈ／ｄ００６９５／．
探讨相关问题的代表性学术著作如，〔日〕竹中治堅：『コロナ危機の政治―安倍政権ｖｓ．
知事』、中公新書２０２０年版。
“森友学园事件”是指，“森友学园”曾于２０１６年６月以低于市场价６倍的价格购得一块国
有用地，而安倍的夫人曾担任该学园的名誉校长，因此外界怀疑在购置土地的流程上，财
务省官员存在揣度首相意志为违法行为大开绿灯的情况，２０１８年３月《朝日新闻》曝出财
务省官员篡改相关文书一事，“森友地价门”进一步发酵。



立性原则”的巨大动摇，加剧了官僚的“政治化”倾向，官僚有可能不断沦

为奉迎官邸意志的政策执行工具，难以在决策过程中发挥正确的建设性

作用。除了“忖度”现象外，人事制度改革也对官僚的积极性造成打击。

有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内阁人事局设立后，官员对官邸的权力

产生忧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味等待来自官邸的指示再展开行动，而不

是在决策过程中主动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如此一来必然影响决策的严

谨性与科学性，进而极有可能导致决策的偏离与失误。

菅义伟执政之后，继承了内阁人事局的统合管理机制，对官僚的“控

制力度”甚至比安倍内阁时期更强，而“官僚劣化”的问题也同样延续了

下来。２０２１年初，有媒体曝出菅义伟长子菅正刚与总务省官员存在“非

法宴请”问题。菅正刚任职于“东北新社”广播公司，外界质疑该公司通

过菅正刚的“特殊地位”与省厅官僚产生“利益捆绑”。此后，总务省承认

与“东北新社”的类似宴请在２０１６年就已经开始，而菅正刚已经参与多

次。对此有媒体分析，“宴请门”的背后实质是官僚对首相官邸的“忖

度”，官僚忧惧于首相官邸的权力，无法拒绝来自首相长子的邀请。① 该

事件对菅义伟内阁的形象造成强烈冲击，首相的“平民人设”被毁于一旦。

比如在疫情应对过程中，在疫苗接种、医疗体制整备的相关政策的推进上，

主管医疗事务的厚生劳动省并未能积极发挥其应有作用，只是一味消极等

待来自官邸的政策指示，引发了外界对其“行动力”的质疑与批评。在疫苗

接种工作的推进上，厚生劳动省最初就并无设定具体目标的意向。②

（二）个人因素

１．过分追求官邸主导疏于意见沟通

在安倍内阁时期，安倍为强化首相官邸决策权限，奉行“首相－官房

长官－官邸官僚”的小集团模式，决策过程主要在“首相官邸的核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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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古賀茂明：「『菅総理長男の接待官僚の行く末』政官財の罪と罰」、週刊朝日ホーム
ページ、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２日。ｈｔｔｐｓ：／／ｄｏｔ．ａｓａｈｉ．ｃｏｍ／ｗａ／２０２１０２２２０００３４．ｈｔｍｌ？ｐａｇｅ＝２．
《菅义伟上台１个月，见的民间人士远超历届政权》，日经中文网，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ｈｔ－
ｔｐｓ：／／ｃｎ．ｎｉｋｋｅｉ．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ｓｏｃｉｅｔｙ／４２３７１－２０２０－１０－１５－０９－５４－２０．ｈｔ－
ｍｌ？ｓｔａｒｔ＝２．



组”中展开。但在官邸“小集团”内部，安倍允许侧近人士广开言路进行

政策论议，并愿意听取和采纳其政策性意见，在部分政策的推进上，安倍

甚至会给予官邸官僚相应的“自由裁量权限”，如今井尚哉、和泉洋人等

人均在官邸主导决策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与之相对比，菅义伟则过分追求首相对决策的主导权，很少倾听侧

近人士的政策意见，与官僚、专家之间关系颇为不睦。凡事由首相个人

大包大揽，疏于与外界进行意见沟通，结果直接导致了首相官邸在决策

过程中对主流民意的忽视，进而加大了决策偏离与失误的风险。首先，

在疫情应对上，首相拘泥于个人判断、反应迟缓。早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中

旬，疫情对策分科会基于疫情感染风险加剧的态势，向政府建言，希望对

“ｇｏ　ｔｏ计划”的实行做出调整，但菅义伟认为感染形势依然处于可控状

态，并未理会，结果直到１２月１４日，受迫于感染形势的不断扩大，菅义伟

才终于宣布停止“ｇｏ　ｔｏ计划”。① 其次，在奥运会举办的问题上菅义伟无

视民意呼声。从主流民意的视角来看，由于日本迟迟未能有效控制疫情

传播，疫苗接种力度也未达到预期，举办奥运会只会加大疫情传播风险，

理应取消举办，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希望停止举办”的声音。② 但

菅义伟选择坚持举办，结果奥运会后疫情随即面临“失控态势”。根据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９日的数据统计，东京都连续两日确诊病例超过５０００例。③

对于菅义伟无视民意、强推官邸主导的做法，一桥大学教授中北浩尔一

针见血地指出，“首相缺乏对外界意见的包容，国民的声音无法传递至官

邸，从而导致了政治上的混乱。”④

２．对外解释与说明力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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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小林慶一郎：「コロナ第三波『失敗の本質』」、『文藝春秋』２０２１年３月号。

面对感染形势恶化，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经济产业大臣梶山弘志，包括前国家公安委员
长小此木八郎都曾向首相进言希望停止举办奥运会。参见〔日〕「菅９·６　『首相　解
任』」、『週刊文春』２０２１年８月。
〔日〕「東京都 新型コロナ５５３４人感染確認２日連続５０００人超 死亡は４人」、ＮＨＫホー
ムペ ー ジ、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３．ｎｈｋ．ｏｒ．ｊｐ／ｎｅｗ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１０８１９／

ｋ１００１３２１１７９１０００．ｈｔｍｌ．
〔日〕中北浩爾：「官邸に国民の声届かず」、『読売新聞』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



首相在决策过程中对外解释及说明力的不足是官邸主导决策推进

效果不佳的另一重要原因。在日本的政治文化中，政府的对外“发信能

力”①颇受注重。菅义伟自执政以来在政策推进上奉行“结果论”，认为只

要政策能够取得实际效果就不必拘泥于对政策推进的状况进行说明。②

比如，在紧急事态宣言出台问题上，菅义伟一方面表示“竭尽所能不再出

台紧急事态宣言”，另一方面又在短时间内对外三次发布紧急事态宣

言。③ 宣言发布的标准以及实际效果引发外界质疑，而首相本人对此没

有做出任何解释。再比如，关于入院标准的问题，为缓解“第五波”疫情

高峰下的医疗压力，政府在２０２１年８月２日发表声明：“在感染激增地

区，医院将重点收治重症患者及有重症风险的患者。”但重症和普通型患

者的判断标准并未提及，如何对普通型患者进行妥善治疗也没有提出明

确的方案。结果这一方针也引起了外界的争议。对此，菅义伟表示“不

会撤回既定入院方针，有重症风险的患者理应入院治疗，入院标准由医

生自行判断”。④ 其模棱两可的表态依然无法平复外界对防疫政策的不满。

在政策推进过程中，不善言辞的首相专注于“结果论”，并未重视将

政策推进的效果及相关信息向国民进行及时且充分的传达。此外，内阁

在疫苗接种和社会保障等政策落实上取得的成效也未能向国民传述。

最终导致国民的不安感和对政治的不信任感不断加剧，以致国民无法对

首相官邸的政策推进给予支持与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官邸主导陷入困

境是必然的结果。

（三）内部决策环境因素

１．派阀政治影响力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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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信（はっしん）一词在字典中释义为将信息、邮件向外进行发送，或指将自己的想法、观点
传达给他人。在此基础上，政府的“发信能力”可理解为政府就政策出台的背景、实施的原
因和推进的效果及相关信息向国民进行传达、说明的能力。
〔日〕「『結果出せばいい』発信力軽視」、『産経新聞』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
〔日〕「コロナ対策　苦戦１年　『暗いトンネルを手探り』」、『読売新聞』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
〔日〕「菅首相、入院限定方針変えず　尾身氏、関与を否定―政府の調整不足露呈？新型
コロナ」、時事ドットコムホームページ、２０２１年８月４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ｉｊｉ．ｃｏｍ／ｊｃ／ａｒ－
ｔｉｃｌｅ？ｋ＝２０２１０８０４０１１６９＆ｇ＝ｐｏｌ．



从国内政治环境的视角看，菅义伟内阁执政后，派阀政治影响力的

回归亦对官邸主导决策形成掣肘。日本政府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实行

选举制改革，以此削弱派阀对政治的影响作用。在相关制度改革导入

后，派阀影响力开始下降，党内权力构造呈现“中央集权化”的特征。① 小

泉内阁时期与安倍二次执政时期均突显了“强总裁”的权力地位。

但在菅义伟执政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安倍晋三虽然辞去首相职

务，但并未淡出权力舞台。他不仅保留了自己国会议员的资格，还掌控

着党内最大派阀———细田派，又与麻生太郎领导的麻生派关系密切。此

外，安倍还通过党内政治团体对党内保守政治势力进行统合。卸任后的

安倍成为左右党内权力格局的最主要影响力量，菅义伟的上任也正是党

内主要派阀迎合安倍意向的结果。因此，菅义伟虽然得以上台执政，但

必须面对派阀政治影响力回归的不利局面。菅义伟虽然可以通过内阁

人事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ＮＳＣ）以及数字厅等机制在行政制度层面推

进官邸主导的决策，但在党内无法树立“强总裁”的权力地位。党内主要

派阀对首相官邸并未展现出鼎力支持的姿态，内阁执政的稳定与否将受

到党内派系力量的制约。这也表明政治与行政改革仍然存在相应的问

题和不完善之处，制度改革的效果依然需要政治家个人层面的引领才能

得到真正体现。例如，在《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的修改问题上，

首相官邸与自民党的观点就存在对立：自民党希望尽早完成“特措法”修

改，但菅义伟上台后对此并不积极。直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４日政调会长下

村博文与菅义伟举行会面后，首相官邸才正式启动对法案的修改工作。

在外交政策上，２０２１年４月菅义伟在启程访美之前专程拜访了安倍，主

要目的之一是向党内展示其与安倍良好的私人关系，以此稳住党内各派

系。在对华政策上，菅义伟内阁进入２０２１年后“争议”举止频出，对华政

策取向对中日关系产生负面效应，这也反映出首相官邸在外交决策上难

以摆脱来自“安麻”派阀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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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伯玉：《论日本自民党的中央集权化》，《日本问题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２．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加速官邸“崩塌”

关于内阁支持率走势的舆论动向对首相的权力维持和权力行使形

成显著影响。① 安倍二次执政时期，长期稳定且居于高点的内阁支持率

成为首相强势的底气来源，安倍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决策权限向首相官

邸集中。

与之相对比，菅义伟内阁支持率则呈现“高开低走”之势。ＮＨＫ的

舆论调查显示，在菅义伟上台执政初期，内阁支持率一度高达６２％，但从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开始内阁支持率开始走低，此后支持率形势曾一度好转，但

从２０２１年５月份开始又陷入持续性低迷直至政权瓦解。② 其中，在三个

关键的时间节点上，菅义伟内阁的所作所为加速了内阁支持率的崩盘。

第一个节点是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１年２月，在这一阶段，菅义伟在疫情

应对上领导力缺失的问题被充分暴露，此时日本民众已经认识到菅义伟

或许并不是理想的政权领导者。第二个节点是２０２１年５月至７月，这一

时期菅义伟内阁视举办奥运会为最重要议程。在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

制的情况下，菅义伟选择背离民意强行举办奥运会，导致了疫情进一步

扩大。７月的调查显示，内阁支持率已跌至３３％，不支持率高达５７％。③

第三个节点是２０２１年７月至８月，这一时期自民党接连迎来地方选举考

验。地方选举的结果被外界视为众议院选举的“摸底”④，然而自民党在

东京都选举和横滨市长选举中均宣告失利，特别是在横滨的败选对菅义

伟形成致命打击。由此自民党内部特别是年轻议员形成“倒菅之势”，认

为其无法带领自民党闯过众议院选举大关。⑤ ２０２１年８月份的调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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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日〕竹中治堅：『首相支配－日本政治の変貌』、中公新書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４頁。
〔日〕「ＮＨＫ世論調査」、ＮＨＫホームページ、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８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ｈｋ．ｏｒ．

ｊｐ／ｓｅｎｋｙｏ／ｓｈｉｊｉｒｉｔｓｕ／．
〔日〕「世論調査」、ＮＨＫホームページ、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ｈｋ．ｏｒ．ｊｐ／

ｓｅｎｋｙｏ／ｓｈｉｊｉｒｉｔｓｕ／ａｒｃｈｉｖｅ／２０２１＿０７．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年４月，自民党打响地方选举战役，在东京、横滨地方选举之前，自民党首先迎来了
众议院北海道２区补选和参议院广岛选区补选，结果均遭遇失利。在广岛地区败选后，

自民党内已经传出了对菅义伟的不利声势。
〔日〕「主要選で連敗　求心力低下」、『読売新聞』２０２１年９月３日。



示，菅义伟内阁支持率已跌至３０％以下的危险水域。由于内阁支持率的

持续走低，党内大佬纷纷与菅保持距离，加速离心态势。为了挽救政权，

菅义伟一方面寻求提前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另一方面尝试对党内高层

人事进行调整。但安倍与麻生认定菅义伟无法充当自民党的“选举颜

面”，直接否决了菅义伟提前解散的想法，人事调整也因党内阻力过大而

未能落实推进。最终菅义伟不得不在９月３日的自民党临时高层会议上

宣布退出总裁选举，“菅官邸”陷入崩塌。

　　三、岸田内阁强化官邸主导的政策构想与前景评估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４日，岸田文雄当选日本新任首相，并在疫情应对、经

济政策及外交安全领域提出了极具特色的政策理念。为保障相关政策

实施，岸田在强化官邸主导体制层面也提出了自己的政策构想。

（一）岸田强化官邸主导体制的政策构想

首先，在疫情应对上，岸田表示要实现“医疗难民现象的清零”。为

此岸田提出：第一步要在内阁府设立首相直属的“健康危机管理厅”，作

为首相官邸应对突发性公众卫生危机事件的常设组织，以此确立疫情防

控的一元化对处机制；第二步是开设中央政府主导的“野战医院”（类似

于方舱医院），重点收治疫情病患；第三步是通过法律修订在扩大疫情检

测力度、抑制人员流动、确保医疗人员储备上给予中央和地方更大的实

际权限。① 其次，在经济政策上，针对“安倍经济学”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

问题，岸田提出要致力于实现“新资本主义”，以此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

政策轨道进行调整与修正。为指导相关政策的推进，岸田在内阁官房专

门设置“实现新资本主义会议”。② 再次，在外交安全政策上，岸田认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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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岸田氏『医療難民ゼロに』　総裁選挙政策発表　感染症対応一元化」、『読売新聞』

２０２１年９月３日。
〔日〕「第二百五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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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经济安全保障”理念，并在内阁新设“经济安保大臣”一职①，通过阁

僚新设寻求首相官邸对相关政策的政治主导。

（二）岸田内阁推进官邸主导决策的前景评估

整体而言，岸田内阁推进官邸主导决策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并

存。从有利因素来看，一是就岸田个人而言，其政治经历及政治性格与

前任首相菅义伟形成鲜明对比。与“无根无派”的菅义伟相比较，作为

“宏池会”的派阀首领，岸田在党内有着自己相对牢固的政治根基。并且

性格沉稳的岸田也擅长协调与党内派系之间的关系。而此前接连担任

外务大臣、防卫大臣以及自民党政调会长的经历也与菅义伟“精于内政、

疏于外交”的形象明显区别。另外，对于菅义伟内阁时期官邸主导推进

暴露出来的对外解释及说明力不足的问题，岸田也表示要吸取此前政权

的教训，及时向国民传达与公布政策推进情况。二是就内政局势而言，

自民党在２０２１年１１月的众议院大选中不仅胜出也赢得“绝对稳定多

数”，岸田内阁的执政基础得到稳固。所谓“绝对稳定多数”，是指目前自

民党的议席数量可以保证其在众议院所有的常务委员会中占据过半数

席位，同时可以独占全部的委员长位置。② 这样一来，国会运营的主动权

牢牢掌握在自民党手中，由首相官邸主导推进的政策法案就不会在立法

环节遭遇阻碍。

不利因素方面，首先，岸田内阁依然要面对派阀政治影响力回归的

问题。在２０２１年１０月的阁僚人事安排上，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

臣岸信夫获得留用，担任经济产业大臣的萩生田光一与安倍关系密切；

在“党三役”的人事安排上，安倍的两大政治盟友甘利明和高市早苗分别

担任干事长和政调会长；尽管众议院选举中甘利明因小选举区败选辞去

干事长职务，但茂木敏充很快接任了干事长一职。从这样的人事结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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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自民総裁選　３氏政策アピール」、『産経新聞』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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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很显然安倍对新政权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对菅义伟政权的影响力，

派阀政治会成为左右首相官邸决策的一大因素。其次，从政治议程来

看，目前岸田只是闯过了众议院选举的第一关，２０２２年７月还将迎来参

议院选举的大考。如果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对策上出现差池，很有可能影

响来年的选举形势。也就是说，“短命政权”的风险依然存在。再次，在

“经济安全保障”政策的推进上首相官邸也面临现实障碍。“经济安保”

提出在重要战略物资供应上减少对华依赖，具有极强的对华战略指向

性，但如此一来日本经济就不得不在“经济安保”与“对华依存”中面临两

难处境。

　　结　语

　　“强化首相权力”是冷战后日本政治和行政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之

一，也是实现“政治主导”目标的核心内涵。① 从１９９４年的细川内阁开

始，日本历届政权在官邸主导制度改革上均指向首相权力的强化。但

是，“后安倍时代”的官邸主导决策在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反映

出，尽管政治与行政改革已实行多年，日本官邸主导改革仍然存在很多

不完善、不彻底的地方，制度改革的效果依然需要政治家个人层面的领

导力才可真正得以体现。

总体而言，尽管确立“首相对决策的政治主导”已经成为政治与行政

改革后政治体制转型的重要标志，但在“后安倍时代”日本国内政治形势

难言明朗的背景下，安倍二次执政时期成功构筑的“强首相”决策机制能

否得到有效延续，依然要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具体而言，官邸主导决

策的有效推进或许取决于以下几点：一是能否破除或根治当前制度改革

衍生的结构性问题；二是首相本人是否具备出色的政权运营能力，从而

协调好首相官邸与执政党的关系；三是国政选举结果及内阁支持率走势

是否有利于首相的权力维持与权力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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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万胜：《安倍内阁的“强首相”决策过程分析》，《日本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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